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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百方针”：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012-3-21 10:47:25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

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即是把我国从一个文化大国建设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很显然，就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来说，所谓文化强

国，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要求，而尤其是质量上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文化产品的制作，而要把主要力量放在文化

创造上来。所以，六中全会的决定要求，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发扬创新精神，致力于文化精品的创作。当然，要实现这

样的目标，要有多方面的条件，而最根本的是要激发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呢？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经验教训说明，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这就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件再次强调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双百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一、“双百方针”形成回顾 

  “双百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有一个形成过程。1950年全国第一届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应该

“百花齐放”，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1953年，中国历史问

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引自杨凤城主编《20世

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第71—72页）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确定了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1956

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

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郑重地、明确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

工作中要实行“双百方针”。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个方针。 

  自1956年年初开始，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便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上，针对文化建设领域存在的偏向，提出学术、艺术性

质的问题，应该放手让知识分子讨论，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学派的树立。他还指出，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

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或“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他认为，不应该“把学术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

的问题、技术性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政治高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

资料》第21册第168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内部出版发行）“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

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陆定一发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政治局

的其他领导人也表示赞成。（见《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94、496、497页）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中南海

怀仁堂举行由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参加的报告会，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首先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

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他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

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同上，第500页）在报告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

针”的内容。这个报告稿经过毛泽东修改，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39页）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双百方针”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他指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

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

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

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

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

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230页） 

  这些文献说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已经明确形成。这是中

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恰如当时有人所说，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中

国将迎来一个文化发展的春天。但是，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左倾”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很快就进行了接二连三的政治

运动，使这个方针的贯彻走了样，在一些歪曲的解释下，“双百方针”甚至成了为错误政治运动作辩护的理论根据。不过，应该

承认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自提出“双百方针”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宣布过要放弃这个方针，同时，广大的科学文化工作

者，仍然始终在顽强地坚持着这个方针。但是，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之下，对这个方针的理解和贯彻执

行，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破坏。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值得认真总结。 

  其中一个理论教训是，为了贯彻“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把“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毛

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的修改稿中强调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

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文集》第

七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73页）这样，本来应该是平等、自由的“百家争鸣”，就变了样，成了先定“对”、“错”的

“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单向批判。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双百方针”甚至成了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

工具，实际上改变了“双百方针”的初衷。 

  在这样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从1963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了过火的、越来越激烈的政治批判。

根据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标准”，对一大批有这样那样毛病的文艺作品，扣上“毒草”的帽子，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从1964年夏季开始，这样的过火批判，扩大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术界。相应地，对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学

者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进行批判斗争。这样一来，对文艺、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创造性的

探讨，就无从谈起了，不但如此，由于用简单化的政治批判去解决学术思想问题，搞得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大多数人担惊受怕、噤

若寒蝉，而且还造成了思想混乱的局面。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斗争气氛中，还有什么真正的文艺和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呢？ 

  与意识形态领域中过火的阶级斗争相联系，是“文化大革命”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灭资兴

无”、“斗私批修”、“砸四旧、树四新”等活动，由于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其结果必然是是非颠倒，思想混乱。但

是，最大的恶果，是扼杀了真正自由的文化创新活动。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严重后果呢？从根本上说，就是混淆了政治问题与文艺学术问题的界限，企图运用粗暴的政治运动和群

众斗争的方式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违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做法，必然要打击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扼杀他们的创造精神。很显然，企图用“阶级斗争”和“革命批判”这样的做法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文化工作特别是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贯



彻‘双百方针’”的关系，对此我们也有过经验教训。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党对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的内涵究

竟怎么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文艺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在临终之际，即1980年10月8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文章。赵丹说：“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指

党对文艺政策的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

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

员怎么演戏。艺术，是艺术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希望”。他还痛切地指出：“层层把关，审查不出

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 

  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自由的事业，若没有文化工作者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全面切实地贯彻“双百方针”。这就是长期以来文化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付出了惨重

代价的。 

  三、“双百方针”：文化繁荣的生命线 

  首先，“双百方针”对文化繁荣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能够比较充分保证文化工作者的特殊性质的精神需要——个人自

由的、创造性的劳动。作为人的精神劳动的文化工作，特别是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工作，是一种开创性的事业，这样的工作的成

效究竟如何，取决于这个领域中劳动者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程度如何，而他们会具有什么样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归根到底要看

他们作为文化工作主体究竟获得了多少个人自由。实践证明，全面理解和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恰恰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

目的的。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解释“双百方针”的实质时，阐述得很清楚。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

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他说：

“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

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引自中共中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

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53—254页）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

是不会繁荣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

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500页）所

以，陆定一在这个报告中总结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

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同上，第

501—502页） 

  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动乱、“双百方针”受到干扰破坏的严重教训之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性。1978年3月16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一次

明确提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2版第98页）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中重申，在文艺工作中，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

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为此，他还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即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

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之后他又强调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

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

干涉。”（同上，第210、213页） 

  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这些总结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



作，尤其是这其中涉及的学术问题，必须通过自由探索、自由讨论，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的独立思考。总之，只有全面认

真贯彻“双百方针”，才能真正保证每个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独立、自由地思考与研究，在自由的争论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他们的创造性才能，而这对于文化的繁荣发展，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这里的关键何在呢？这就是保证精神劳动者的个人自

由。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或者扼杀精神劳动者的个人自由，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发展。 

  其次，长期以来的文化建设实践证明，文化的发展、繁荣，特别是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创造性精神劳动，一个必要条件，是

要有一种多元竞争的、平等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我国，这样的社会环境的形成，一个必要条件，必须是“百家争鸣，百花齐

放”方针的切实贯彻执行。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当年在宣布实行“双百方针”并对这一方针进行解释的时候，说

得比较清楚。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

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

229—230页） 

  可见，从本来意义上说，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实践，就必然会形成这样自由、平等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学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科学研究中不同学派自由竞争。中外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在

文学艺术创作中、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真正形成一定数量平等并存的学派，就不可能有学术的繁荣。应该承认一个事实，这就

是在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派，原来有一些学派，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正在枯萎下去。所以，就此而言，我

们如果真心实意地要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起来，就应该继续解放思想，积极鼓励和扶持不同学术流派的健康发展。这是建设社会

主义繁荣文化过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再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即文化作品是非、好坏的检验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

然如此，对任何一种作品的评价，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就否定了对文化成果检验标准的主观性，排除了对文化工作的各种

各样政治的、行政的干预。很显然，这对文化工作者的特殊精神劳动，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而在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来

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过：“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

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

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

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同上，第229—230页） 

  在这方面，通过1978年开始的关于“实践标准”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然，对

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文化的繁荣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文

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繁荣局面、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此是直接联系着的。但是，在这方面仍然有一

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的工作中，总是企图用行政管

理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领导。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用搞“工程规划”的模式，比如某某历史研究的

“工程”，某某艺术研究的“工程”，某某道德研究的“工程”，还有某某科研人才培养的“工程”，等等。在这些“工程规

划”中，不但有数量上的计划，而且有时间上的限定。这样，就很难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其成果了。经验教训证明，这种“工

程”式的管理思维模式，常常会扼杀研究者的自由创造精神，而没有了创造精神，还谈得上什么文化繁荣呢？ 

  所以，必须对我们的思想方法来一番认真的改造，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社会科学领导工作，

让思想从那种僵硬的行政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把自由的创造精神还给文化科学工作者。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繁荣发

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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